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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跨文化研究 （transcultural studies），其意义及重要性何在？继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后殖

民研究、翻译研究之后，跨文化研究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研究范式。中文将 transculturation 翻译成 

“跨文化”，无法清楚传递 trans 的概念。所谓 trans，有两个最基本的意义 ：transcend（超越）及  

transform （转化），即超越并转化自我。简而言之，就是超越自我的框架，创新自我，例如，在性别

认同上，transgender 就是跨越传统性别界线。用俗话来说，跨文化理念的主旨是“跳脱框架思考”

（thinking outside the silo），不受任何界线的束缚，换言之，就是穿越种种似乎壁垒分明的疆界，如国家、

语言、地域、学科领域、历史分期、意识形态、性别等，不让这些框架绑住我们的心灵和想象。

跨文化理论简史

虽然国际学界不约而同地逐渐注意到跨文化这个新的研究范式，中国学界也不乏将之应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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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或专书上的研究，但是在方法论上着墨者不多，其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值得国际学界关

注及努力。“跨文化”是古巴人类学家 Fernando Ortis 创造的新词。他的著作《古巴对位法 ：烟

草与蔗糖》主张，相对于当时人类学流行的概念 acculturation，transculturation 这一概念更符合

古巴的殖民史过程。所谓 acculturation， 是指从一个文化过渡到另一个文化，强调的是 transition ；

相对的，transculturation 强调的是极为复杂的文化移植过程。Ortis 认为，若非从这个角度来观

察，就无法理解古巴民族的演化过程，无论是经济、制度、法律、道德、宗教、艺术、语言、心

理、性象（sexuality）或其他方面的演化。对他而言，acculturation 是单向的，强势文化进入，进

而取代了弱势文化 ；而 transculturation 则是双向的，无论强势或弱势文化都不能自外于跨文化的

历程。他认为古巴真正的历史是一种混杂交融的跨文化现象。①阿根廷与墨西哥哲学家 Enrique 

Dussel 从 1960 年代起发展跨文化理论，最重要的著作是出版于 1992 年的《美洲的创造 ：“他者”

的消失与现代性神话》，他承袭了 Ortis 的拉美批判理论传统，包括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② 

两位理论家都主张，在殖民过程中，殖民国与殖民地都经历了跨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创造性转化

的过程 ；殖民的经验不但重塑了殖民地的文化，也重新定义了殖民国的自我认识。俄裔美国理论

家 Mikhail Epstein1999 年与 E. Berry 合编的专书《跨文化实验 ：俄美创造性传播的类型》，从巴赫

金的文化学（culturology）发展出“跨文化”的概念，认为跨文化的进路，挑战传统国家及文化认

同概念，冲击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及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理念，不受意识形态及学

科传统束缚，也即不受任何“偏见”的束缚。③

跨文化对多元文化、间文化、后殖民、比较研究的批判

跨文化概念一方面是对多元文化概念的检讨，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比较研究及后殖民研究的

响应及挑战。传统的比较研究，强调不同文化的差异及特性，并主张各文化共享普适价值 ；多元

文化研究（multicultural studies）及间文化研究（intercultural studies 或 cross-cultural studies）强调

的是差异、认同与沟通 ；后殖民研究则强调异文化接触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批判强势文化的霸

权，指出弱势文化的谐拟及抗拒。相对的，跨文化概念的重点不在讨论差异、认同与沟通（文化

的接触往往造成误解），而是关注各文化的混杂本质及各文化间的相互连结，体认他者文化的不

断渗透如何成为自我不可分割的部分，进而促成自我的转化与创新。换句话说，跨文化概念赞同

后殖民研究主张的文化混杂或混血（hybridity）说法，但强调的是与他者的接触交融所可能带来

的转化与新生，也就是爱普斯坦所主张的“超越在地文化及借由文化内部力量自我转化”。在讨

论权力关系时，跨文化研究关心的并非强势文化的霸权与弱势文化的抗拒，而是在权力不均等关

系中，弱势文化如何在全球化趋势中找到立足点，创新传统、面向未来。

过去我曾提出“跨文化现代性”（transcultural modernity） 概念，主张现代性发生的场所是跨文

化场域 （transcultural site），亦即不同语言、文化及国家的重叠空间，它打通古今中外，既跨语际、

跨国家、跨地域，也跨学科、跨历史分期。④我认为跨文化研究打破了二元对立及标签化的思考。

后殖民研究的二元划分不可取，因为它将二元两端的恒久辩证关系简化了。二元化论述强调霸权

与弱势、中央与边缘、主要与次要的二元划分，但如果仔细检验，这种绝对的二元划分是难以成

立的，例如，在文化汇聚的场域，弱势与强势的关系错综复杂，弱势可以在强势夹缝中求生存，

更可以迂回隐晦地挑战、撼动强势霸权。若我们胶着于此类二元划分，就漠视了边缘弱势突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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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生命力和主体性，置弱势的能动性于不顾。⑤从根本来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是任何社会

团体的现实。假如要求绝对的平等，那只有在乌托邦才可能实现。

跨文化一方面打破二元划分的迷思，一方面挑战卷标式的思考模式。中国数百年来的演变，

正是最好的例证。清朝初期的大帝国，到了 19 世纪末在强权瓜分下已经支离破碎，而到改革开

放后，中国经济起飞，俨然成为冷战结束后全球新秩序中足以与欧美分庭抗礼的三强之一。中

国数百年来的戏剧性起伏，正说明了强势 / 弱势、中央 / 边缘等的二元划分，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最显著的例子是儒家思想命运的改变。五四时期标榜西方的民主科学，“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震

天价响 ；而当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代表。事实上，如果爬梳清末民初的相关

文献，会发现“五四”前后所谓激进派、保守派、自由派的共通性也大于差异性。无政府主义、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微妙共通性，亦应从跨文化角度重新做细密的分疏，探讨这些长久以来

标签化的意识形态的吊诡共生。⑥

我曾提出“跨文化语汇”（the transcultural lexicon） 的概念，串连起 19、20 世纪之交中、日、

德、法的人生观运动，论证人生观论述所主张的唯情论及“情感启蒙”致力于批判启蒙理性，

是谓反启蒙。⑦翻译研究是跨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前者以语言的共量性或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 为主，⑧后者则超越翻译可能或不可能的讨论，目的在追索外来语言和概念

如何在关键时刻进入在地文化，进而翻转在地知识分子的自我观、社会观及宇宙观。跨文化语汇

的概念亦有别于目前盛行的关键词研究，⑨后者探讨的是诸如某个词汇如何透过日本进入中国，

以及同一个词汇进入中日后，在意义上的演变等。相对的，跨文化语汇研究，则是将诸如某个欧

洲语汇进入中日的过程看成一个连结欧亚的事件，说明一个挑战常识的故事（有明确的行动者及

发展情节），可据以重写中国文学史及思想史。

跨文化的吊诡共生

接下来我预备提出的关键概念是“跨文化的吊诡”（the paradox of transculturality），目的在

回答学生经常询问的一个问题 ：如果跨文化的主体是流变的，是否表示主体性不存在？我曾在

2014 年提出“流动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in flux）概念，说明主体不是僵化固定的 ；在跨文化经

验中，主体为因应外在刺激而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形塑，因此，主体是流动的（in flux）、流变的 

（becoming）。⑩然而，这种说法不免引起疑惑，让人担心主体性是不是消失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近年来我的思考聚焦在“跨文化的吊诡”概念上。

“吊诡”的说法，来自牟宗三对庄子《齐物论》的阐释。⑪牟宗三指出 ：“《齐物论》说 ：‘予

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吊诡是庄子的专有名词，到现在还可以用，我们

就拿来翻译 paradox”。⑫他认为“分析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辩证的”。黑格尔讲辩证逻辑，遵从逻

辑规律分解地讲，是直线的，这叫作“思考”；东方哲学则是“曲线的智能”，乃通过辩证的“诡

辞”来表达。道家“用诡辞的方式，通过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矛盾而实不矛盾，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把两个相冲突的东西协调。这才叫做辩证法”。⑬牟宗三主张，庄子所讲的道理并非“分解的逻辑

思考”（logical thinking 或 speculative thinking）可以达到，而是透过感觉、灵感，通过矛盾辩证的

诡辞，化掉有无相对而达到绝对。⑭吊诡的方式，就是 dialectical paradox，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

他认为，吊诡不是分解的、思辨的理论， 而是实践的，是“就个人实践达致的境界”而言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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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与福柯所说的“自由实践”（practice of freedom）相通，值得深究。

跨文化研究主要在探讨自我与他者的吊诡共生关系。跨文化的吊诡能否“化掉相对而达到绝

对”，亦即“把两个相冲突的东西协调”，令人怀疑。所谓“绝对”，简单而言，是有一个不移的真理，

根据牟宗三的说法，“天地间只有道德、宗教是绝对真理”，⑮而且真理都有普遍性。跨文化的确

是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因为所有的文化如果要长久，必定与他文化交流，不能自我封闭，自我封

闭则一定走向衰败，人类学上著名的塔斯曼尼亚岛原住民的命运，就是明证。既然与异文化交流

是常态，那么人类社会必然会历经跨文化的吊诡过程。这里说“过程”，是指跨文化是一个不断

流变的经历，在这不断流变的过程中，吊诡的现象也永不终止。然而，我认为跨文化的吊诡最终

并不能“化掉相对而达到绝对”，亦即跨文化的吊诡无法“把两个相冲突的东西协调”。不同文化

的相对或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文化的接触往往是相对、冲突，甚至误解的开始。异文化的渗透、

进入，对在地文化产生什么冲击，基本上要看在地文化本身的情境如何——如在地文化正是一片

升平、自信满满，异文化的相对面与冲突面就可能只沦为奇闻逸事，让人惊诧赞叹，这是猎奇的

心理引发的好奇心 ；如在地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与异文化的对比、冲突势必将强化在地文化的

自我怀疑、自我否认，引起向往他文化的心理。例如五四时期，有“打倒传统、全盘西化”一说，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也有“全盘西化”的说法，但近年这种说法早已被推翻。无论现代中国还是日

本都经常以传统文化来对应西方概念，例如在“科学与人生哲学”的论辩中，中国的人生观派以

儒家文化中“生生之谓易”的概念，日本的生命哲学则以佛教的情观和修养观，来对应欧洲的人

生哲学，反驳科学至上的启蒙理性主义。⑯我认为跨文化的吊诡正说明了不同文化的“紧张共生”

关系。古今中外、东西文明的截然划分在跨文化实践中失去了意义，在危急时刻现代人总是从传

统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启示，东方国家从西方文明中发现自己科学落后，除了在这方面迎头赶上，

同时则强化自身的传统智慧来与西方的反启蒙运动接轨。许多西方传教士长期大量翻译中国的学

术文献，他们的研究指出，西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与中国儒家学说遥相呼应，为了宣扬基督教，

他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对应基督教教义的概念。⑰这种种都说明了不同文化之间是吊诡

共生、互相发明的关系，消灭异文化企图使自身文化独大，消灭传统以追求现代，在全球化的现

实中是行不通的。

这里说“全球化的现实”而不说“全球化的时代”，是因为从古到今，无论东西，全球化现

象都是事实。以唐朝为例，当时印度的佛教、西域的密教、西方的景教、本土的道教和儒教等，

早已在唐朝社会中生根，西域和北方的其他民族在唐朝的文化风景中更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贸

易上透过陆上与海上丝路，欧洲、中亚、东亚、东南亚等也都成为唐朝的商圈范围。在这种全球

化的现实中，国家、语言、文化等疆界日益模糊，族群、概念、物质精神产品、疾病等大肆流动。

在此情境下，跨文化的吊诡说明了文化的屹立不摇与创新变异紧张共生，传统与创新共生翻转，

理性与情感、身体与心灵反复辩证。我们享受跨文化实践带来的灿烂异域风情和丰富资源，同时

跨文化实践所面对的文化对立和冲突，也带来难以言状的痛苦与焦虑。

全球化时代的身份认同

在全球化的现实中，身份认同当然是焦虑的来源和质疑的焦点。史书美在《反离散 ：华语语

系研究》（2017）中，认为“离散有尽时”，主张对原乡的向往应该有终止的时候，总有一天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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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在地化。史书美认为她的理论有别于后殖民理论，指出有些国家的殖民者并未离开，仍在殖

民地生活，即她所谓“定居殖民者”。⑱但是我要指出，她的思考模式基本上并未脱离后殖民理论

的二元划分框架。我们应该思考的是 ：离散和在地化看似二元对立，但是只能二选一、非此即彼吗？

离散和在地化是相互排斥的吗？从跨文化的吊诡来看，离散和在地化是一种紧张共生关系 ：对原

乡的向往，并不妨碍在地的生活，也不妨碍对在地的忠诚。

比如李安，他的出身背景、成长学习，到成就大红大紫的国际电影事业，最能彰显跨文化的

吊诡。李安是 1953 年在中国台湾屏东出生的外省人，就两方面而言他都属于当时台湾社会的非

主流群体——外省人身份和出生于南台湾。他成长于公教家庭，父亲是中学校长，他大专联考两

次落榜，终于考上艺专念戏剧与电影专业，但他的追求并未获得父亲和亲友的认同。他无法满足

当时台湾社会对年轻人“正常发展”的期待。1978 年他来到美国，再度经历了外来者格格不入的

焦虑，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念戏剧后，才发现自己的英语口音是当不成演员的，于是改行学导演，

最后闯出了一片天。⑲他从 1979 年起便定居美国，但始终未归化为美国公民。台湾的童年和青少

年的记忆，学校和家庭的中华文化教育，以及台湾政治话语的变迁构成他身份认同的多元底色，

对他而言，“何去何从”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一种纠结与迷惑。2002 年，李安接受访问的时候，

透露他对故土和中华文化的感情深厚，他的自白充分显示了其父母的出身、中华文化的熏陶、台

湾岛内的政治更迭，以及旅居美国的文化冲击，导致他“在国家认同上有着飘零的迷惑感”。⑳ 

2007 年，电影《色戒》上映，其展现的女间谍无耻叛国的故事引发轩然大波。戴锦华教授就指出，

像李安这样的全球化人士，为了他的电影事业发展，必须遵循好莱坞电影的资本流动运作模式 ；

他对生活土地的忠诚，和他与生俱来的民族归属感之间“有时并不是那么和谐”。㉑这话说得含蓄，

如果说白了，这就是一种跨文化的吊诡共生。

李安艺术成就的关键，在于他跨文化的处境 ：他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又总是处在外来者的状

态。外来者之所以眼光独具，主因在他的发言位置 ：他总是处于不同的语言、文化、思想、历史

与传统之间，即萨义德所谓边缘状态和移民意识（émigré consciousness），㉒这必然造成他的压抑、

焦虑，同时也导致他见人所不能见、感人所不能感，因而酝酿成创造的活水。外来者所处的文化

交错空间，充斥不确定与偶发机缘，他隶属多个社会，和每个社会的联系都不密切，因此角色分

裂、前途未卜是家常便饭──这正是选择处于边缘状态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是跨文化吊诡共生

的真髓——外来者的身份使他很容易成为被各方批判的对象，但这种身份同时也可能是自我创造

性转化的泉源。林建国指出，正是《断背山》《卧虎藏龙》《色戒》等描写认同与道德灰色地带的

影片，让李安的好莱坞事业如日中天。㉓我们能强制他放弃在台湾地区的记忆和对中华文化的情

感吗？移民者必须在地化，是不得不采取的生活手段，属于理性思维 ；相对的，对原乡的向往则

是情感的需求。史书美的反离散理论，是理性思维挂帅，泯灭了人性的情感需求。实际上，情感

与理性是一种吊诡共生，不能偏废，就像离散和在地化是一种吊诡共生一样。

总结

最后我要指出，跨文化研究是一种面对他者的伦理态度，主要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僵化主体的批判

跨文化理论探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认为主体因与他者的不断相互渗透而持续转化、



人　　文   二 O 二二年  第六期

137Jun.   2022

流变、创新。无论是 1930、1940 年代巴赫金主张的“门槛上的自我” （the self on the threshold），㉔

何乏笔主张的“气化的主体”（énergie soufflée），㉕我主张的“流动的主体性”，均与全球化理论主

张的“流动的认同”（fluid identities）㉖异曲同工，目的都是批判僵化的主体概念。 如同福柯主张，

主体的形成是“去主体化”与“主体化”不断交错的过程，㉗又如同阿多诺所说，主体是“同一性”

与“非同一性”的永恒张力所形成，㉘主体是不断流动变易的。 相较于过去的“多重自我”（multiple 

selves） 观，跨文化研究强调的是“自我的流动性”与自我蜕变转化的可能。

（二）主张文化的混杂本质

纵观世界史上各地现代性的发生，往往与殖民（或半殖民）经验密切相关，正因为殖民所带来

的文化混血，孕育了现代性发生的可能。2009 年，彼得·伯克提出文化的混血（cultural hybridity）

概念 ；㉙何乏笔在批判欧洲哲学界的内省排外时，呼吁欧洲哲学界体认“混杂现代化”（hybride 

Modernisierung）的事实，积极与汉语哲学界对话 ；㉚我在研究新感觉派的现代性时，以“混语书写”

（macaronic）强调语言文化的混杂本质 ；㉛刘纪蕙则以“混成”（syncretism ）概念，讨论中国现代思

想转化的关键。㉜启蒙理性将主体视为统领客体世界的中心，以至于造成“主客分离”的趋势，㉝

刘禾的翻译研究理论也有“主方语言”“客方语言”的说法。㉞相对的，跨文化研究关注“主”与“客”

之间的复杂共生关系，自我与他者的相互渗透、盘根错节、纠结隐微。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

“华语文学”或“汉语哲学”的跨文化潜力及文化创造性恰好来自此一相互渗透的混杂化过程。

（三）对 “正统身份”及“中心主义”的批判

在国家认同及个人认同方面，跨文化研究主张，在全球化缩短了地理空间及模糊了文化差异

的过程中，国家或民族性已非生活方式的疆界，所谓纯粹的国家文化或民族文化的概念相当可

疑。文化的本质就是混杂，文化内部的异质性不见得低于文化外部的异质性。就个人层面而言，

在全球化冲击之下，个人的文化养成也是混杂而充满异质成分的，也就是跨文化的。 换言之，无

论在国家民族认同还是在个人文化认同层面，跨文化研究都挑战了“正统身份”或“真实身份”

（authenticity）的概念，以此延伸，亦即质疑任何“中心主义”。

（四）就强势与弱势文化的关系与比较研究及后殖民理论对话 

比较研究的基本概念是关于个别文化主体或文化现象、文化概念之间的比较， 经常停滞在文

化差异性与同一性（或说认同）的辩证逻辑之中，难以响应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诸种混杂化的动

态情势。跨文化研究关注的不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而是文化本身的容纳性，以及异质因素渗

透所造成的文化变异及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强势文化改变弱势文化，异质的弱势也有可

能冲击、转变强势文化。后殖民研究凸显帝国的霸权与殖民地的对抗，及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相对的，跨文化研究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强势与弱势的权力不均等是无法杜绝的常态，问题是

弱势如何在强势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发挥能动性，找到突破的契机──如同霍米·巴巴所说，能动

性总是在不均等的权力关系中展开。㉟后殖民研究是批判殖民过去与不平等的现在，相对的，跨

文化研究则是以过去及现在为鉴，面对的是弱势可能开创的未来。

（五）就“跨文化连结”与面对“他者”的伦理问题与全球化理论的对话

全球化理论呼吁个人性及组织性的努力，以纠正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环保问题等。㊱类此，

跨文化研究在面对跨文化连结时，也牵涉到面对“他者”时的伦理态度。我主张，跨文化的态度

不只是尊重异己，而且是要深切体认到“自我”当中所存在的无数“他者”已成为自我不可或缺

的成分。与“多重自我”的概念比较，跨文化研究强调的是在无数他者与自我混杂共生的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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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创造性转化的可能。跨文化研究对僵化主体、正统身份、中心主义的批判，有关流动主体及

文化混杂本质的主张，都出自面对“他者”的伦理态度。

之所以提倡跨文化研究，不仅是着眼于这个研究范式在学术上的发展潜力，更是因为这个研

究范式彰显了有史以来融入本土文化的无数他者，已经成为我们习以为常、不能分割的自我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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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滑稽大王”，大多数中国观众都会首先想到查理·卓别林，大概没有哪位外国影星像他一

样在中国家喻户晓，受到几代电影观众的持续喜爱了。卓别林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报刊上是在

1915 年 9 月 14 日，当日上海的《新闻报》刊登了一则放映广告，称共和活动影戏院将上映九部滑

稽影片，其中第一部就是“哑波林”的《射猎》。①这里的“哑波林”就是卓别林较早的中文译名之一，

而《射猎》是他早期拍摄的众多滑稽短片之一。卓别林早期拍摄的滑稽短片脱胎于马戏里的丑角表 

演，情节简单，动作夸张，以搞笑为目的，因此，卓别林留给中国观众最早、也是最深入人心的

形象是“滑稽大王”。此后，随着卓别林电影创作和中国社会语境的变化，他在“滑稽大王”之外，

又被赋予更为复杂的多副面孔。这些面孔相互错叠，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显影方式，构成了卓别林及

其电影在中国的百年接受史，同时也为探讨跨文化接受史相关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卓别林电影在中国的百年接受史
——兼谈跨文化接受史研究

陈国战

【内容摘要】　自 1915 年中国报刊上首次出现卓别林的名字以来，中国观众对卓别林电影的接受已逾

百年。最初，卓别林被中国观众称为“滑稽大王”，这是他在中国获得的最早、也是最

有影响的一副面孔。1930 年代初，左翼批评家透过阶级分析的滤镜，赋予卓别林无产

阶级同情者的身份。1952 年，卓别林与美国政府决裂，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着力争取的

世界知名人士，在苏联和中国又被塑造为受美国政府迫害的进步艺术家。新时期，中国

密集译制卓别林电影，在接受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退场，其电影喜剧技巧成为人们的

关注重点。卓别林电影在中国的百年接受史为跨文化接受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可由此反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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